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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孔子诗论”文本性质与“今文”解诗传统

张 瀚 墨

　 　 摘　 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孔子诗论”一篇是大家认识这批竹书的开始，也是这批竹书中学者讨论最多

的一篇，为研究先秦解诗传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但这篇文献并不完整，也不像之前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

篇结构和逻辑都很严密的论文，而是论诗材料的汇编。 这批材料不同于《毛诗》序，缺失类似于《毛诗》序中关于诗

歌分类以及解诗历史框架之类的信息，反映的是一种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今文”解诗模式：“孔子诗论”之于《毛诗

故训传》和《毛诗》序，类似于《春秋公羊传》或《春秋穀梁传》与《春秋左氏传》的关系，是通过单个字词构成的语义

链条，来探求诗背后所隐藏的圣人思想和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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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诗论”是上海博物馆藏那批被称作“战国

楚竹书”（为行文方便，本文简称之为“上博简”）的
文献里的一篇，发表在 ２００１ 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馆

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 标题是整理者根据这组简

的内容而定，并非原简自带。 由于这批竹简的发现

时间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墓的盗掘和发掘日期

不远，所以有人推测它们或许是盗墓贼之前从郭店

一号楚墓中盗出之物①。 但整理者也清醒地意识

到，上博简与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竹简的这种联系还

没有确实的证据支持，只能算是推测，而我们对于上

博简的研究也不宜建立在这种猜想的基础之

上［１］前言２。 最稳妥的处理方法，是实事求是地将这

些竹书视为来源不明之物，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地界

定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这也应该视为研究所有失去

了考古背景的早期书写的一条基本原则。
正因如此，我们对简文内容要保持谨慎态度，对

研究所得结论，要清醒地意识到其局限性。 也就是

说，如果证实这批竹简属于当代赝品，就必须重新审

视我们研究所得的有效性。 这是基于第一条原则对

非出土发掘早期书写研究的第二条原则。 本文对上

博简“孔子诗论”的讨论，理所当然接受这两条原则

的支配。
学界对“孔子诗论”的研究和探讨曾经很热，成

果也很多。 “孔子诗论”一经发表，短时间内生产出

数以百计的文章以及若干硕士、博士论文和研究专

著②。 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对“孔子诗论”本身的

研究和从《诗经》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框架

下对“孔子诗论”的考察。 本文探讨的重心是从“孔
子诗论”的内容特点出发，从其解诗传统的角度进

一步探讨这一批简文内容的性质。 本文的一个基本

假设是，如果“孔子诗论”果真属于战国文本，那么

它的内容就不会脱离当时的书写传统，而是与战国

文本———尤其是与解诗传统有关的文本———存在某

些联系，而这些联系在由出土和传世文献共同构成

的语境下是可以识别的。 本文就是从这一假设出发

对“孔子诗论”所代表的解诗方法进行考察，并从这

一角度来理解“孔子诗论”的文本性质。 当然，我希

望这一探讨除了帮助我们解读和认识这篇竹书，也
为我们有效地研究其他类似早期文献，从研究思路

和方法方面提供一些借鉴。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２－２１
　 　 作者简介：张瀚墨，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成员（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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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诗论”文本组织与作者问题

现存“孔子诗论”不完整、有残断，这是不争的

事实，但根据现有存简内容，不少学者得出“孔子诗

论”为一篇组织严密的论文的结论。 比如，竹简的

整理者就认为，“孔子诗论” “为我们认识先秦时期

《诗》的编次、诗的本意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史

料”，认为“孔子对诗与志、乐与情、文与言的关系论

述，对诗篇的简短、深入、一论、再论、三论乃至多论

的递进解说，使我们看到了今本的《大序》、《小序》
之宗，同时，也使我们明白了后世传《诗》中的发挥、
增益与变动”，因为“孔子诗论”让我们看到，《诗》三
百之篇名并非孔子所授诗之原貌［２］ 。 因此，“孔子

诗论”整理者的排序遵循诗序论述、颂诗篇名论述、
大雅篇名论述、小雅篇名论述、邦风篇名论述、综合

论述等六个部分依次展开③。
但是，廖明春从竹简形制的角度出发，主张在竹

简编联的问题上，应该遵循内容服从形制的原则：
“孔子诗论”第二到第七简两端留白，显然与其他各

简有异，因此即使留白简与他简内容上有关联，也不

应该将二者合为一篇文章［３］ 。 曹建国从先秦文学

理论发展的角度出发，也认为“孔子诗论”的内容和

语体还不足以显示这是一部主旨统一、逻辑严密的

论著，而极有可能是关于诗篇的散论，因此建议在编

联的时候将“诗论”内容分章处理［４］８５。 陈斯鹏虽

然受李学勤的启发对“诗论”内容作了分章处理，却
明确表示“诗论”所包含内容并没有紧凑严密的组

织结构［５］ 。
如何理解早期文本的组织结构，怎样判断一部

早期作品是不是组织紧凑逻辑严密，仍然是一个迄

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这涉及对早期文献形成和形制

整体情况的考察和对早期文献历史的研究，不能完

全以今天我们评判文章组织和逻辑是否严密的标准

来做简单的衡量。 举例来说，“孔子诗论”“子羔”和
“鲁邦大旱”这三篇竹书最早的整理者李零先生，就
是从竹简形制、书写特点以及古书体例等方面出发，
得出如今分开发表的这三篇内容并无直接关系的文

本原本属于一篇、篇题统称为“子羔” 的结论［６］ 。
三篇内容独立的东西被连续抄录成一篇，而且使用

同一个题目，这就是与今天的实践明显不同的早期

书写的实际情况。 余嘉锡对古书体例进行考察，得

出了类似的结论［７］ 。 这就提醒我们，一部传世的早

期文献，即使是同一个章节之内，其内容甚至体例都

可能是驳杂的。 因此，我们在评判一部早期作品的

组织逻辑是否严整时，首先需要有理解古书形制的

历史同情心，历史地看待组织逻辑严密等概念，或许

只有这样才能把问题的讨论落到实处，才有可能在

一定的框架下达成某些共识。 在这样的共识达成之

前，我们恐怕还不能将“孔子诗论”称作是一篇组织

严密的文章。
对“孔子诗论”具有严密组织这一结论持保留

意见，是理解“孔子诗论”文本性质的前提。 前面提

过，根据竹简形制、编联和简文书风，“孔子诗论”与
“子羔”和“鲁邦大旱”属于同一篇文本的不同单位，
篇名位于整理者给出的“子羔”简编号第五简的简

背，即“子羔”。 从竹书形制来看，“子羔”和“鲁邦大

旱”尾简都有重墨丁标志，而且墨丁之后留白，以与

之后的文本单位进行区分。 “孔子诗论”所包括的

二十九支简中，我们没有发现类似的将“诗论”文本

与其他文本区分的标注。 “孔子诗论”编号第一简

所见的重墨丁，还不能被看作是分隔“孔子诗论”和
其他文本分隔的符号：像第一简上那样的重墨丁，在
“孔子诗论”第五和第十八简上都能看到，而第一简

“孔子诗论”内容之前残存的那部分内容，因简文太

短，还不足以显示它跟“子羔”存在着必然联系。 也

就是说，虽然抄撮编联于同一篇书内，“孔子诗论”
与其他文本单位在内容上并没有紧密的联系。

“孔子诗论”内部各简之间的联系也并不像之

前大家所认为的那么紧密。 除了第八和第九简根据

断痕形状确认二者可以拼接（属于同一简的拼接）
以外，多简之间较有把握直接编联的只有第十六和

第二十四两支简，其他各简的残存信息无法提供确

切直接编联的证据④。 简与简内容之间必要联系信

息缺乏的原因，除了材料本身的不完整，恐怕也要考

虑到“孔子诗论”文本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缺乏必要

联系的情况。 现存“孔子诗论”文本显示，该文本内

部由许多个松散的小文本块构成，类似于早期文献

中像《论语》和《淮南子》里的《说山》《说林》篇等一

类文本的汇编，还谈不上有多严密的组织和逻辑。
也就是说，与其说“孔子诗论”是由哪一位特殊的作

者———孔子或其后学———谋篇布局“作”出来的，不
如说它更有可能是论诗材料的汇编。

这些材料的来源恐怕也并不单纯。 尽管“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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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论”这批简书在其形制、编联和书风方面呈现出

很大的一致性，存在着由单个书手制作、抄写这批书

简的可能性，但留白简的存在提醒我们古书撰作、抄
录以及流传的复杂性。 目前关于留白简的讨论集中

在是否可以根据其内容与满写简进行编联这一点

上。 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留白部分原本有字，因
此尝试着根据已有简文内容进行补字；而持否定态

度的学者则主张留白简和满写简应区别对待，即使

两种简简文内容上存在着联系，也不应放在同一篇

内进行讨论。 其实，这两种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并

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都假设“孔子诗论”应该是一

篇组织严密、讲求逻辑的论文，而这样一篇论文在作

者、创作、抄写以及竹书形制等方面都应该保持严格

的一致性：文本内部没有矛盾，抄写笔迹前后统一，
竹书形制不能多种并存。

但这样的假设显然忽视了古书形成的实际情

况。 早期书写的作者和文本的形成与今天最大的区

别，就在于早期书写中作者信息的缺失以及对文本

内部一致性的忽略［８－１０］ 。 尤其像“孔子诗论”这样

的文本，涉及的是对诗篇的具体评价，未必是某个作

者为了特定的目的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完成的作品。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该文本一定逻辑严密形式统

一，即使这批竹简在长短、厚薄、编绳数量和位置以

及文字书写特征等方面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我们

也不能肯定文本内部的不同部分同时同地产生、彼
此之间紧密关联。 正相反，就像“孔子诗论”“子羔”
“鲁邦大旱”这样的文本可以同抄于一篇竹书，同一

文本内部也可以由多个来源不一、没有紧密关系的

文本块组成。 就留白简和满写简之间的关系而论，
二者可以是同一抄手不同时间使用不同形制竹简抄

录的结果，也可以是同一时间使用形制不同的材料

抄撮而成，而且抄录用简未必形制一定一致。 当然，
将这些材料编联在一起也并非随机行为，毕竟简文

内容都与诗论有关。 马承源先生在“孔子诗论”的

释读中所公布的讨论小雅的那支简就是一个例

子［１］１２９。 虽然由于与其他二十九支简在笔迹书风

和竹简形制方面的差异导致这支简被排除在整理出

来的“孔子诗论”之外，但因为“孔子诗论”并不是一

个结构和逻辑严密的文本，所以它的抄写和简书形

制方面也不一定非要保持严格的一致性。 另外，如
果我们考虑到现存“孔子诗论”简的不完整性，考虑

到或许只是由于保存的偶然性才导致这支简如今看

起来好像是一支孤简，那么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理由

将这支简排除在现有“孔子诗论”的文本之外。 事

实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得出的多种不同编联

方案，正好体现了这种不确定性［４］７５－７９。
这里还有必要简单提一下“孔子诗论”的作者

问题。 自“孔子诗论”公布以来，探讨其作者归属的

研究很多，比如认为此篇作者为孔子、孔子弟子或孔

子之再传弟子，而其弟子又分子夏或者子羔，等
等⑤。 其实“孔子诗论”的作者问题必须要与其文

本性质结合起来探讨。 早期的文本作者（ａｕｔｈｏｒ）与
文本的书写者（ｗｒｉｔｅｒ）或者创作者（ ｃｒｅａｔｏｒ）是有区

别的。 我们通过《汉书·艺文志》所看到的早期文

本的作者权（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实质上是文本的整理者所

作的作者归属（ ａｕｔｈｏｒｉ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因此我们所看

到的这些文本的作者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它们的创作

者，也不是其书写者，而是一些将关联程度不一的文

本块聚集在一起的提示词（ ｃｕｅ）；没有这样的提示

词，这些文本块就面临着散失的危险［１０］ 。 就“孔子

诗论”而言，它和现在命名为“子羔”和“鲁邦大旱”
的另外两个文本一样，提示词或者说篇名都是“子
羔”，但我们却不能说子羔就是这三个文本的创作

者。 同样，我们也不能说孔子、孔子的弟子或者其再

传弟子就是“诗论”的创作者，因为虽然有“孔子曰”
的字样出现在“诗论”当中，但与希罗多德的《历史》
相比，“孔子诗论”这一文本本身并不带有关于作者

的任何印迹［１１］ 。 “孔子诗论”这一文本更有可能是

关于讲《诗》的信息的汇编，其创作者和书写者我们

均不得而知；但如果我们接受早期文本的作者权是

一种人为的归属，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孔子诗论”
和“鲁邦大旱”“子羔”篇一样，其作者就是子羔。

二、“孔子诗论”对诗篇的分类

现存“孔子诗论”文本内容的呈现形式，告诉我

们其中对具体诗篇的评价似乎遵循一定的顺序，而
参照《毛诗》，有学者认为，“诗论”所论之诗很有可

能按照一个与《毛诗》分类具有可比性的分类原则

进行了大致分类⑥。 比如留白的第二到第五简简

文，明确提到了“讼”（即颂）、“大夏”（即大雅）、“邦
风”等范畴，并有相关描述和阐发。 但具体到每支

简上的论诗内容，情况则比较复杂，单位文本所讨论

的诗篇，好像并不受风、雅、颂范畴的局限，而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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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地对诗篇分组评论。 虽然现存竹书并不完整，
简与简之间的编联关系也不甚明晰，但即使根据单

支甚至残简的内容，我们也能大致看出：有的全部为

雅诗，比如第七简所列全属《毛诗》大雅诗篇，第八、
第九简所示尽为《毛诗》小雅诗篇，而第二十三简内

容则既包含小雅也包含大雅诗篇；有的简文全为颂

诗，比如第五和第六简上的内容；有的简文则全属国

风，比如第十到第十七简，第十九、第二十四、第二十

九简等简文；还有的则风、雅、颂诗篇混合出现，比如

第二十二、二十五和二十六简国风和大雅混合，第二

十五简国风和大小雅诗混合，第二十一简则混合了

风雅颂三类诗篇。 当然，第二十一简简文或许可以

以“孔子曰”为界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的“大车”
（属《毛诗》王风）和“湛露”（属《毛诗》小雅）与“孔
子曰”之后的内容不属于同一组所论诗篇。 但即使

这样，“孔子曰”之后的内容也包含了国风、大雅和

颂诗。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只包含国风诗篇

的简文中，我们还发现围绕周、召二南或者二南加邶

风诗篇集中展开的评论。 比如第十一到第十五简简

文所示评论都是针对周南、召南或者是周召二南里

的诗篇的，第十简和第十六简则既包括周召二南，也
包括邶风里的诗篇。 如果第十六简简文以“孔子

曰”为界分成前后两部分，则之前包含召南和邶风，
之后包含邶风和周南里的诗篇。

除了显示所论之诗或许有可能像我们今天看到

的《毛诗》一样大致按照国风、雅诗、颂诗进行过分

类，我们从“孔子诗论”中似乎看不出更多关于《诗》
早期的形成和流传情况，从“孔子诗论”所依据《诗》
文本的类序方面，也得不出有意义的结论。 事实上，
我们在研究中似乎也不应过于强调这种分类的意

义，因为，论诗的展开未必一定遵循《毛诗》的分类

和排列，而且论诗的角度也可以多种多样。
诗篇篇目的统计似乎也与《诗》的分类问题相

关。 现存《毛诗》的小雅、大雅以及颂的部分都以十

为单位对相应部分的诗篇进一步分组，也就是我们

看到的“××之什”，××通常是每十篇一组的起始诗

篇名，比如“鹿鸣之什”首篇为“鹿鸣”，“都人士之

什”首篇为“都人士”。 当然，传世《毛诗》里也有例

外。 比如小雅首组诗篇“鹿鸣之什”，其实只包括九

篇诗，而紧接着“鹿鸣之什”的“白华之什”则更跟其

他组诗不同：不但首篇不是“白华”，而且该组名义

上是十篇，实际上却只有五篇。 另外，大雅部分的

“荡之什”和颂诗周颂部分的“闵予小子之什”实际

上都包含了十一篇诗作。 究其原因，“荡之什”和

“闵予小子之什”包含十一篇，很可能是编者的权宜

之计：即将剩下的一篇附于本部分的最后一组，使得

该组的“××之什”变成了约数而非实数。 至于小雅

部分的“鹿鸣之什”和“白华之什”，尤其是后者，则
有可能与诗经传播过程中诗篇的散逸有关。 国风部

分不采用“××之什”的计数方法，可能与各国风诗篇

数大多低于二十篇甚至低于十篇有关系，这样一来

就让以“什”分组失去了意义。
《独断》告诉我们，事实上有些《诗》篇还存在另

外的分类计数方式。 根据《毛诗》，颂诗的周颂部分

包含“清庙之什” “臣工之什”和“闵予小子之什”，
一共三十一篇。 《独断》卷上将这三“什”归为一类，
称作“宗庙所歌诗”，从宗庙祭祀的角度，分别对“三
什”所包含诗篇的题名、章句数目和歌诗适用场合

等做出了说明。 其格式略举如下：
　 　 宗庙所歌诗之别名：《清庙》、一章八句，洛
邑既成，诸侯朝见宗祀文王之所歌也。 《维天

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
《维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所歌也。 《烈文》、
一章十三句，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之所歌也。
《天作》、一章七句，祝先王公之所歌也。 《昊天

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也。 《我

将》、一章十句，祀文王于明堂之所歌也。 《时

迈》、一章十五句，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
《执竞》、一章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 《思

文》、一章八句，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 《臣

工》、一 章 十 句， 诸 侯 助 祭 遣 之 于 庙 之 所 歌

也……右诗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礼乐也。［１２］

这里所记颂诗的篇名和章句数目，都与现存

《毛诗》 “三什”一致，总数“三十一章”———章即诗

的篇数，三十一章也就是三十一篇，而且顺序也没有

变化。 对于每一首诗歌作用的描述语句，基本出自

今本《毛诗》 随诗小序，而将小序基本内容放在

“……所歌也”的句式之内，并且在总结中进一步强

调这些诗歌的用途：“右诗……皆天子之礼乐也。”
反观“孔子诗论”断章残简中所见诗的分组情

况，尽管分组论诗的现象明显存在，但是我们还看不

到像《毛诗》雅颂部分“ ××之什”这样的分类迹象。
比如根据第十简到第十六简的简文内容，我们可以

观察到：第十简所论诗篇“关雎”“梂木”“汉广”“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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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甘棠”“绿衣”“燕燕”是被当作一组来看待的，
不仅如此，论诗简文还显示，在反复的论述中，这七

首一组的诗篇出现的顺序也保持不变。 根据现存

《毛诗》，这七首诗的前三首来自周南，中间两首来

自召南，最后两首属于邶风，很显然没有受《毛诗》
分类的局限。 至于“孔子诗论”体现的是否是另外

一种分类方式，已有证据尚不足以回答这一问题。
“孔子诗论”中也不存在像《独断》里所说的“宗

庙所歌诗”那样的类序形式。 《独断》里记述的“宗
庙所歌诗”，有着很强的针对性，正像它在结尾部分

总结所说，这些歌诗本身“皆天子之礼乐也”。 文中

对所列三十一首诗的礼仪祭祀功能的简短说明中，
尽管并没有将每一篇诗都与周王建立起一一对应的

关系，但无一不是建立在由后稷、文、武、成王所构成

的先周和西周早期历史的框架中。 如果我们把这一

组诗的礼仪功能也看作是解诗标准的一种，那么这

种解诗方式所揭示的历史框架就是值得引起我们注

意的特征。 虽然“孔子诗论”第七简也提及文王，但
那是因为所论的诗篇里提到了文王，像《独断》文中

所显示的以历史人物解诗的现象，好像仅见于“孔
子诗论” 第十五、十六简，即以召公事来解说 《甘

棠》。 尽管如此，“孔子诗论”这一文本的主体却告

诉我们，它对诗的解释并不是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框

架内展开的，其解诗方式明显不同于《独断》，也不

同于传世的《毛诗》序。

三、“孔子诗论”与《诗》序关系以及
早期序言的功能

　 　 “孔子诗论”甫出就有学者将其与《毛诗》序联

系起来讨论， 有的则干脆直接称之为 “ 古 《 诗

序》”⑦。 姜广辉等就认为“孔子诗论”是一个与子

夏所作诗序联系紧密、早于齐鲁韩毛四家诗诗序的

文本⑧。 江林昌则将“孔子诗论”看作是《毛诗》序

的祖本，就是子夏诗序［１３］ 。 姜广辉等人的提法立

刻遭到了彭林等学者的反对。 他们根据“书序”“诗
序”和“太史公自序”等早期序文，从形式体例和内

容性质等方面将“孔子诗论”与这些早期的序文比

照，发现其中差别很大，不宜将“孔子诗论”看成是

大家所想象的“古《诗序》”⑨。 更多学者则介于二

者之间，承认“孔子诗论”和《毛诗》序内容和意旨上

联系紧密，却并不否认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将“孔子

诗论”和《毛诗》序看作是同一诗说体系的不同版

本，而“孔子诗论”早于《毛诗》序，体现的是《毛诗》
序之前先秦诗论的面貌［１１－１７］ 。

现在看来，这些争论虽然为进一步探讨《诗》序
问题提供了契机，但当时没有从序言功能的角度来

回答这个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溯本清源，
从根本上弄清楚序言的产生及其作用。

检视以上争论，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赞同还是

反对把“孔子诗论”看成是《诗》序的观点，都把序言

解释成对一件作品的解说，认为序言是一种附着于

其所属作品之前或之后，说明该作品背景、作者、撰
述原因以及主旨等方面的文体⑩。 这种理解失之笼

统，缺乏从早期文献形成的角度对序言的产生和功

用所做的考察。 从早期文献形成的角度来看，序言

（ｐｏｓｔｆａｃｅ 或者 ｐｒｅｆａｃｅ）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合成多

篇文本并将其稳定化，序言中所提供的作者、学派等

背景知识，虽然后来对理解和解释文本方面有帮助，
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加强新合成文本的稳定性。 序

言的这一功能最晚至刘向及其团队整理西汉皇家藏

书时就已经被接受和熟练使用。 在《史记·太史公

自序》和《淮南子·要略》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

到序言罗列各章节标题以及努力找出各章之间的联

系对合成和稳定大型文本的重要作用。 我们甚至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早期文本的形成和流传过程中，
序言不但是将多篇文本连缀成更大文本的必要工

具，而且也是大型文本得以稳定流传的重要手段􀃊􀁉􀁓。
后来，当序言和文本的主体内容合在一起流传，

尤其当文本的物质载体从笨重的竹木简变成纸张、
从抄本变成印刷品的时候，对于序言和文本的产生

以及二者关系的误解也会随之出现。 清代学者卢文

弨（１７１７—１７９６）就注意到大家对《史记》和《汉书》
序言的误解，他说：

　 　 史记汉书书前之有目录，自有版本以来即

有之，为便于检阅耳。 然于二史之本旨所失多

矣。 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记之目录也；班固之叙

传，即汉书之目录也。 乃后人以其艰于寻求而

复为之条列以系于首。 后人又误认书前之目录

即以为 作 者 所 自 定， 致 有 据 之 妄 訾 謷 本 书

者。［１８］６７

在这里，卢文弨指出了通常所见的对于序言的

两种误解：一是误认为序言为文本固有的部分；二是

误认为序言为文本的作者所作。 事实上，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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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并不附着于

正文本身，“太史公自序”和“叙传”充当两个文本的

目录，但并不是对于文本正文主旨的阐发。 关于这

一文体，除了《史记》和《汉书》，卢文弨还举了另外

几个例子：
　 　 古书目录往往置于末，如淮南之要略，法言

之十三篇序皆然。 吾以为易之序卦传非即六十

四卦之目录欤？ 史汉诸序殆昉于此。［１８］６７

古书目录在书后以序言的形式出现， 《淮南

子·要略》、《法言·序》以及《易传》之《序卦传》也
是这一类例子，卢文弨猜测《史记·太史公自序》和
《汉书·叙传》可能就是受了这类文献的启发而作。
当然，目前条件下还很难断定《序卦传》一定就是卢

文弨所举的这五个例子中最早的，也很难说 《史

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是否直接受到了

《序卦传》的影响。 扬雄和班固晚于刘向校书，所以

《法言·序》和《汉书·叙传》的源头或不难追溯，但
涉及刘向校书之前的序言写作，情况就没有那么明

朗。 孙德谦（１８６９—１９３５）认为，书序的产生是刘歆

校书的创造，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合多篇文本为一较

大文本的需要［１９］ 。 即使我们对孙德谦认为刘向是

书序这一文体的发明者的看法持一定的保留态度，
但他对于书序功能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楚的，书序的

最初产生与较大文本的合成和稳定流传密不可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毛诗》序，我们不难看出它作

为序言所承担的合多篇文本成一较大文本的功能。
首先，无论《诗》中的小序所提供的历史框架多么牵

强，这些小序内容在特定的文本单位———比如某国

国风———框架内所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即都跟该

国的历史人物事件相关，这样客观上为该组诗歌作

为一个整体存在提供了相应的历史框架。 其次，小
序还提供了每一首诗歌的章句数量，明确了该诗的

形式和长度，从而使其基本内容相对稳定地得以流

传。 最后，小序还提供了较大诗歌单位的总体篇、
章、句的数量，就是为了确保更大文本单位流传过程

中的稳定性。 前文所提到的《独断》段落中所列“宗
庙所歌诗之别名”，与《毛诗》小序类似，每一首诗都

包括题目、章句数量、相关历史信息，而且在列表最

后还提供了该部分作为一个整体所包括的总章数。
然而这一功能，我们从“孔子诗论”中却难能找

到。 从“孔子诗论”现存内容来看，我们还看不出它

在整合文本方面所做的努力，也看不出它为保证一

定长度的文本单位的稳定流传而采取的类似《诗》
小序的手段。 因此，从文本功能的角度看，即使它们

涉及的诗篇名目和类别联系紧密，甚至有可能面对

的是同一个诗歌集合，“孔子诗论”和《毛诗》序（或
者其他类似诗序）恐怕并不属于同类文本，它们之

间没有前后承继关系，更不能说二者代表了《诗》序
形成和流传的不同阶段。 “孔子诗论”所反映的，是
一种不同于《毛诗》序所代表的解诗模式。

四、“孔子诗论”与微言大义

《毛诗》序也被称作“诗传”，长期以来被看成是

对《诗》的解说。 这一说法较早地见于颜师古对《汉
书·楚元王传》中一句话的批注，书中说：

　 　 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

鲁诗。 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

之。［２０］１９２２

颜师古在“鲁诗”后注曰：“凡言传者，谓为之解

说，若今诗毛氏传也。” ［２０］１９２２在这里，颜师古除了

从字义出发来解释“传”字含义外，还直接将传世的

《毛诗》序部分纳入《毛诗》传，并以《毛诗》传比附

已佚的《鲁诗》传，以为《鲁诗》也包含一个类似于

《毛诗》传里那样的序言，或可称为《鲁诗》序。 那

么，《毛诗》序是不是对《毛诗》的“解说”呢？
首先需要澄清诗传的定义问题。 如果我们把一

则典型的《毛诗》小序所包含的三要素———诗题、章
句数目、历史背景或诗用等方面信息———定义成解

说诗篇的线索的话，那么将《毛诗》序说成是《毛诗》
传的一部分未尝不可。 我们甚至可以说，作为解

《诗》的“传”是一个含义更广的范畴，既包含我们在

《毛诗故训传》里看到的对诗的字词的训诂，也包括

像《毛诗》序里所提供的那些关于文本形式和使用

等方面的信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把

《毛诗》序说成是它的传的一部分。 虽然这样的理

解导致了两种文本功能的混合，有时候模糊了诗篇

的字义解说和诗篇编辑流传信息的不同侧重，导致

客观上对《毛诗》序作为目录功能的忽略，但传和序

功能方面的差异并没有在诗经学史上得到严格的区

分，甚至可以说二者共同构成了古文经学的解《诗》
传统。 正像前面提到的，《毛诗》序通过对具体诗篇

在美、刺、用方面的功能叙述，构建出其中诗篇归类

所依据的历史框架。 而当《毛诗》序成为诗传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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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构成部分，解读诗篇说对所构建的历史框架的严

重依赖，就变成了古文经学解《诗》的重要特征。
“孔子诗论”呈现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解《诗》

模式；这一模式针对的是《诗》篇本身，以阐发诗旨

为中心，而不是像《毛诗》序那样着重对产生诗歌的

时代背景等“言诗之外”的内容的考察［２１－２２］ 。 对

于这一点，学界似乎已经达成共识。 但我想指出的

是，“孔子诗论”的解《诗》模式不但不像《毛诗》序

那样，把诗篇与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具体的宗

教礼仪联系在一起解释，它也不像《毛诗故训传》那
样对诗篇的具体字词进行语义上的辨析，而是试图

将整首诗的意思浓缩进个别字词当中，并相信这些

简短的字词本身就能够准确传达出诗篇的深意。 这

有点类似于我们在《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
里所看到的今文经解经模式：解经者首先相信被解

释的文本藏有微言大义，字里行间充满圣人的思想，
诗行字句被当成圣人意志的编码（ｅｎｃｏｄｉｎｇ）；因此，
解经的过程就是对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圣人思想和意

志的信息进行解码（ｄｅｃｏｄｉｎｇ），从而释放出圣人寄

托于诗句字词之中的微言大义。
“孔子诗论”中的相关内容提示我们，解《诗》就

是对诗中所隐含的圣人思想的解码。 比如，“孔子

诗论”的第一简简文借孔子之口明确提出“诗无隐

志，乐无隐情，文无隐意”的主张。 这里强调的是诗

乐文对圣人志情意的充分表达。 圣人的志、情、意在

《诗》中被转化成可视的文字和可闻的音乐，因此解

《诗》的过程就是通过这些特殊的文字和音乐来揭

示出其中的圣人的意志、情感和思想。 而第三、四、
七、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简简文中出现的“孔子

曰”，借圣人之口解诗，则更增强了对诗旨阐述的准

确、完备和权威性。 事实上，再也没有比圣人亲口说

出诗中所寓的深意更权威的解释了。 关于其解诗模

式，“孔子诗论”所给出的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第

十简简文里所罗列的七个以单字论诗的例子：
　 　 １０《关雎》之改，《梂（樛）木》之时，《汉广》
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
《燕燕》之情，曷？ 曰：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
《关雎》以色俞于礼……
这里罗列的七首诗各自对应一个论诗单字，即

《关雎》对应“改”，《梂木》对应“时”，《汉广》对应

“智”，《鹊巢》对应“归”，《甘棠》对应“保”，《绿衣》
对应“思”，《燕燕》对应“情”，而这七首诗所分别对

应的这七个单字所表达的，就是诗中所隐藏的圣人

之意。 虽然这七个字每一个对应的都是多章、多字

的诗歌，尽管单字与相应的整诗所表达的是同样的

圣人意志，但这七个单字无一不比它们所对应的诗

歌更能明确地传达圣人的意志，这也就是为什么简

文里称它们是“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 详细考察

“孔子诗论”的简文内容，我们发现第十简和第十

二、十三、十一和十六简前半部分的简文内容联系比

较紧密，这些残存的内容告诉我们，第十简之后各简

都是对这组七首七字解诗内容的进一步说明。 这些

说明依靠的仍然不是对诗歌文字的训诂，而是通过

进一步的字词编码系连，构成一条条代码链条，来呈

现诗中所隐含的圣人的微言大义，如我们在第十一

和第十六简的前半部分的简文中所看到的：
　 　 １１……情爱也。 《关雎》 之改，则其思益

矣。 《梂木》之时，则以其禄也。 《汉广》之智，
则智不可得也。 《鹊巢》之归，则离者……

１６……邵公也。 《绿衣》之忧，思古人也。
《燕燕》之情，以其独也。
将上面的内容与第十简简文联系，我们可以大

致得到以下的对应关系：
　 　 《关雎》—改—思益

《梂木》—时—禄

《汉广》—智—智不可得

《绿衣》—忧—思

《燕燕》—情—独

受材料所限，这里给出的只是几条不完整的诗

旨编码链条，事实上，第十二和十三简的内容似乎还

暗示，以上的每一个链条都可能在这种解《诗》的模

式中继续延伸，或者再开新的解释链条，比如，尽管

内容不完整，第十二简还是提示我们，《关雎》之改

还与“……好反内于礼”的内容链接，而《梂木》之

时、之禄也和“福斯在君子”链接；相应地，《关雎》和
《梂木》的意义链条分别变成类似于“《关雎》—改—
思益—……好反内于礼”和“《梂木》—时—禄—福

斯在君子”这样的形式。
这种解诗的模式在《公羊传》和《穀梁传》里随

处可见，这里只随手举《公羊传·隐公元年》的一条

《春秋》经解为例：
　 　 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 （春秋经）

及者何？ 与也，会及暨皆与也。 曷为或言

会，或言及，或言暨？ 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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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暨暨也。 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 仪父者何？
邾娄之君也。 何以名？ 字也。 曷为称字？ 褒之

也。 曷为褒之？ 为其与公盟也。 与公盟者众

矣，曷为独褒乎此？ 因其可褒而褒之。 此其为

可褒奈何？ 渐进也。 眛者何？ 地期也。 （公羊

传） ［２３］

对于《春秋》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

眛”一条经文的解释中，我们从《公羊传》特有的解

经式追问和回答中可以得到以下几条意义链：
　 　 及—与—汲汲—我欲之（其中还包含会、
及、暨的进一步寓意阐发的对比，也各有自己的

意义链：会—最；暨—暨暨—不得已）
仪 父—邾 娄 之 君—名—字—褒 之—与 公

盟—可褒而褒之—渐进

眛—地期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同样是通过构建语义链条

来阐发圣人深意，这里所举《公羊传》的例子里的语

义链是直接针对《春秋》经里的字词，认为孔子在作

《春秋》时，将他对事件以及事件所涉及地点和人物

等信息方面的价值判断，隐含在他精心选择的字词

中。 上面的例子中，副词“及”的解释告诉我们，对
会、及、暨等同义词的选择与两国会盟时的地位以及

与此相关的主被动关系有关，而对“仪父”的解释，
更是如剥茧抽丝一般演绎出《春秋》经文使用邾娄

之君名字的褒贬深意所在。 由于“孔子诗论”本身

的不完整性，我们尚无法确知以上提及的意义链条

是否与诗中的特定字词的选择相关，尽管我们在第

十四简简文中所看到的讨论《关雎》之改时，文中出

现了与《关雎》诗歌本身联系更紧密的“琴瑟之悦”
和“钟鼓之乐”这样的词汇，尽管第二十一、二十二

和第六简简文所显示“善之”“喜之”“信之”“美之”
“悦之”在语义链上对应的分别是相关诗歌中具体

的诗句。 但即使“孔子诗论”的语义链条不是对诗

中字词的直接解释，以上所讨论的二者的共同之处

也很富有启发性：汉代著名的今古文之争所争论的

恐怕不仅仅是论证双方所拥立经典的字体问题，争
论的焦点应该在这种字体之争的表面现象背后，实
质上体现了各自所继承解经方法的不同以及这种不

同所带来的对经典旨意理解的不同。 也就是说，
“孔子诗论”中所见解诗模式，类似于《春秋公羊传》
和《春秋穀梁传》里所使用的解经方式。 这种相似

性似乎不仅仅体现在二者对字词语义链条的重建方

面。 事实上，“孔子诗论”第十简起始所使用的以

“曷（何）”引导的问句，看起来也与《春秋公羊传》
式的经解追问极其相似，但与“孔子诗论”里使用一

字或数字的解码式解诗方式相比，后者要更典型、更
有代表性。

结　 论

“孔子诗论”之于上博简，类似于“保训”之于清

华简，都是学人对这两批竹书收藏的理解和研究开

始的地方。 虽然以往研究成果丰富，但“孔子诗论”
的文本性质问题与解诗传统问题一直有待澄清。 这

一问题又可具体分解为以下两个小问题，即在既有

文本———包括传世的和出土的———语境中“孔子诗

论”所处位置，以及我们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文本

传统里来看待这些失去了原有语境的文本的问题。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反思了“孔子诗论”是一

篇组织和逻辑都非常严密的论文的结论，认为虽然

这组简的简文内容呈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但我们还

不能说它是一篇现代意义上的组织和逻辑均非常严

密的论文，文本局部的某些紧密联系还不能证明文

本整体的一致性。 “孔子诗论”组织和逻辑严密的

印象，实质上是基于《诗》序内容对“孔子诗论”内容

呈现的想象。 而且，尽管某些简的简文显示的某些

论诗的内容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分类倾向，但“孔
子诗论”不是《诗》序，与《毛诗》序更没有直接联系，
属于功能不同的另外一种解诗文本。 “孔子诗论”
所反映出来的解诗方式，尤其是通过建构语义链条

解码诗篇所藏微言大义的方法，与《春秋公羊传》和
《春秋穀梁传》所代表的《春秋》经今文解经传统存

在不少共同之处，这似乎暗示，汉代今古文之争发生

之前，就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诗模式，这两种模式

类似于《左传》和《公羊传》或者《穀梁传》对《春秋》
经的不同解释。 打个比方来说，“孔子诗论”之于

《毛诗故训传》和《毛诗》序，类似于《公羊传》或者

《穀梁传》之于《左传》的关系。 这启发我们进一步

推测，汉代开始的今古文之争，从学术史的角度来

看，其实远不止于文本书写所使用字体的不同，它甚

至不是萌芽于汉代，而是可以上溯到更早的东周时

代，是两个不同的解诗传统在汉代特定经学语境下

发生碰撞的结果。 与汉代以后的长流一样，今古文

之争也有其远源，“孔子诗论”所呈现的，或许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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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远源的一个瞬间，但这一瞬间为我们认识这一

远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

注释

①马承源：《前言：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和整理》，马承源主编：《上
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前言第

１—４ 页。 下引此书仅注页码。 关于郭店简的出土和发掘等方面的

信息，见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 １９９７
年第 ７ 期。 该简报第 ３５ 页明确提到该墓在发掘之前曾分别于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和 １０ 月遭受盗掘，第二次盗墓贼得以撬开椁室边厢，盗取墓

中随葬物品。 ②比如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一）出版后不

到半年出版的《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内，针对“孔子诗论”的研

究文章多达 ３５ 篇，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四还要多。 同年，刘信芳

研究“孔子诗论”的专著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见刘信芳：《孔子诗

论述学》，安徽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大约一年后又有陈桐生的专著

出版，见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版。 据曹建

国的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份，各种形式的论文已达四五

百篇，硕士、博士论文 １７ 篇，专著 ７ 部，见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
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７ 页。 ③濮茅左：《〈孔子

诗论〉简序分析》，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思想文化

研究所编，朱渊清、廖明春执行主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０—３８ 页。 下引《上博馆藏战国楚竹

书研究》仅注页码。 范毓周也认为“孔子诗论”是一篇“逻辑关系非

常清晰的论述《诗经》象征含义的论文”，而且与诗序关系密切，“其
作用有如《毛诗》的大序”，见范毓周：《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的释

文、简序与分章》，《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 １８４ 页。 李学勤

也多次重申整理者的意见，指出“孔子诗论”是一篇有严密组织和中

心主旨的论文，见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博馆藏战国

楚竹书研究》，第 ５１—６１ 页；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中
国哲学史》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第 ５—９ 页；李学勤：《再说〈诗论〉简的编

联》，艾兰、邢文主编：《新出简帛研究：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文

集》，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８８—９１ 页。 围绕“孔子诗论”简序展

开的讨论很热烈，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得出的排序结果还有很

多，比如康少峰：《〈诗论〉简制、简序及文字释读研究》，四川大学博

士论文，２００５ 年，第 ５８—６６ 页；曹建国：《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７５—７９ 页，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④在一篇集中讨论上博简“孔子诗论”内容及其编联问题的文章中，
我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参考竹简的形制和简文内容，将包含在“孔
子诗论”里的二十九支简分成四部分（首简、留白简、内容关联较多

诸简、内容联系较少诸简），而在每一部分当中，又根据简文所能提

供的具体编联信息把该部分内容分成数目不等的小组，然后对每一

组的内容逐简进行分析，对可资编联的信息中的异同进行详细比较，
并在此基础上考察这批简文内容的文本组织、性质和作者问题。 这

一部分直接利用了该文的研究结论。 见张瀚墨：《〈孔子诗论〉的文

本组织、性质及作者探讨》，《文艺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３６—５０
页。 ⑤田歌《近十年上博简〈孔子诗论〉的作者研究综述》，《名作欣

赏》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６ 期，第 ３８—３９ 页。 田文中提及众多学者的研究，这
里简要列举几种主要观点的出处：建议作者为孔子的，可参照马承

源：《〈诗论〉讲授者为孔子之说不可移》，《中华文史论坛》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０ 页；濮茅左：《关于上海战国竹简中“孔子”的认定———
论〈孔子诗论〉中合文是“孔子”而非“卜子”、“子上”》，《中华文史论

坛》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３５ 页；裘锡圭：《关于上博简的一些问

题》，《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３０３—
３２８ 页。 建议子夏为作者的，可参考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

者》，《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 ５１—６１ 页；彭林：《关于〈战国

楚竹书·孔子诗论〉的篇名与作者》，《孔子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第
７—９ 页；江林昌：《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
的关系》，《文学遗产》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第 ４—１５、１４２ 页。 建议子羔为

作者的，可参考高华平：《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论诗特色及其作者问

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第 ５５—６０、
８７ 页。 建议孔子再传弟子为作者的，可参考廖明春：《上博〈诗论〉简
的作者和作年：兼论子羔也可能传〈诗〉》，《齐鲁学刊》 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第 ９４—９９ 页。 ⑥根据留白的第二和第三简简文内容，马承源和

濮茅左等认为“孔子诗论”呈现给大家的《诗》文本，或许遵循的是一

个不同于我们在今本《毛诗》里所看到的国风、小雅、大雅、颂等《诗》
篇的分类和排序，而且，有意思的是，“孔子诗论”第二、第三简简文

揭示的《诗》类序恰恰与今本《毛诗》相反，即在论述的时候按照颂、
大雅、小雅、国风的顺序展开。 但同属留白的第四和第五简简文内容

似乎又遵循着今本毛诗国风、小雅、大雅、颂的顺序。 所以李零、李学

勤、范毓周、廖明春、邢文等学者并不同意马、濮两位先生的意见。 相

关研究可参照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 １２２ 页；
濮茅左：《〈孔子诗论〉简序分析》，《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
２０—２９ 页；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 （之一） 《子羔》篇“孔子诗

论”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８ 页；李学勤：《〈诗论〉
的体裁和作者》，《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 ５１—６１ 页；范毓

周：《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的释文、简序与分章》，《上博馆藏战国楚

竹书研究》，第 １８５ 页；廖明春：《〈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研究浅

见》，《文艺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邢文：《风、雅、颂与先秦诗学》，《中
国哲学》第 ２４ 辑，辽宁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９７—２０７ 页；吕绍

刚、蔡先金：《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孔子研究》２００４ 年

第 ２ 期，第 １４—２１ 页。 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一），１６２—
１６８ 页。 姜广辉连续发文，直接称“孔子诗论”为“古诗序”，见姜广

辉：《初读古〈诗序〉》，《国际简帛研究通讯》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第 ３—１０
页；姜广辉：《再读古〈诗序〉》，《国际简帛研究通讯》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３—６ 页；姜广辉：《三读古〈诗序〉》，《国际简帛研究通讯》２００２ 年

第 ４ 期，第 １—１１ 页。 ⑧姜广辉《初读古〈诗序〉》，《国际简帛研究通

讯》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第 ３—１０ 页。 尽管如此，考虑到“孔子诗论”和

《毛诗》序语句上的差异，姜广辉却否认二者有传承关系。 因此，二
者之间的关系又显然不同于他在此处所说的类似于古《论语》与齐

《论语》或者鲁《论语》的关系。 参考姜广辉：《关于古〈诗序〉的编

联、释读与定位诸问题研究》，《中国哲学》第 ２４ 辑，辽宁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４３—１７１ 页。 ⑨彭林《“诗序”“诗论”辨》，《上博馆藏

战国楚竹书研究》，第 ９３—９９ 页；叶国良：《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
札记五则》，《经学侧论》，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６３—８０
页；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４—５ 页。 对于彭林等先生的反对意见，姜广辉

的学生汤斐琼替老师进行了积极的响应，认真批评了几位先生的观

点，坚决主张应该遵从子夏诗序的传统称“孔子诗论” 为“古《诗

序》”，参考汤斐琼：《〈孔子诗论〉正名再讨论：兼论〈孔子诗论〉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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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特征》，《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９—２８ 页；汤斐琼：《上博

楚简“古〈诗序〉”复原研究》，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硕士论文，２０１１ 年。
⑩比如，汤斐琼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各方意见展开批评的，参考汤

斐琼：《〈孔子诗论〉正名再讨论：兼论〈孔子诗论〉的文体特征》，《中
国哲学史》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第 ２４ 页。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ｎｍｏ．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２０１８， ｐｐ．２１３－２２１．
拙著以此为线索详细讨论了早期书序尤其是《淮南子·要略》的产

生和功能，本文只是简要地提到其中的一些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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